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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维与三维信息的南京市主城区生态网络格局对
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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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境破碎化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影响生境的生态系统服务，合理而有效的生态网络建设可以恢复城市内破碎生境斑块

之间的连接。 现有城市生态网络的构建与模拟多基于二维数据信息，未能很好地考虑植被三维结构信息所表征的多元生态位

对生境质量的影响，致使生态网络的功能有效性有待验证。 选取南京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与机载激光雷

达数据，对研究区三维绿地植被结构进行了量化，在二维、三维两种情景下分别进行生态源地的提取与景观阻力面的设定，基于

最小费用路径识别出两种情景下的生态廊道，并依据电路理论方法识别出廊道中需要重点保护的生态关键节点，进而分析使用

二维、三维生态空间信息对生态网络构建结果产生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１）研究区不同情景下提取的生态源地共有 １１ 处不

同，与传统二维情景下仅使用绿地面积指标作为斑块属性相比，使用三维植被参数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具有丰富植被结构的生态

源地；２）二维与三维情景下构建的生态廊道分别有 １３７ 条与 １２９ 条，平均每条廊道的单位距离阻力值分别为 １８．２ 与 ２４．０，运用

传统二维信息的模拟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研究区的景观连通性；３）不同情境下生态关键节点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主要

集中于研究区的西北侧、中部以及东南侧，并较多出现在距离较近的源地斑块之间。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南

京市主城区生态网络格局优化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生态网络；激光雷达；三维植被结构；最小费用路径方法；电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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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高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导致土地利用格局及下垫面性质发生明显改

变，致使城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遭到破坏，绿地生境斑块的破碎化、岛屿化程度逐渐增大［１⁃２］，从而隔离了物

种在不同斑块之间的空间运动，降低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调节功能，对城市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威

胁［３⁃５］。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和城市规划建设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目

前，现有的国家政策及诸多学者都提倡通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生态廊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及生态网

络（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等措施来恢复破碎生境斑块之间的连接［６⁃８］，进而提高景观的连接度，增加种群及生

境间的功能联系，维持景观生态格局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质量和保护生物多样性［９⁃１１］。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网络的构建方法进行了大量探索，１９９２ 年 Ｋｎａａｐｅｎ 提出最小费用路径法

（Ｌｅａｓｔ⁃ｃｏｓｔ ｐａｔ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ＣＰ，又称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ＣＲ） ［１２］，通过计算物

种从“源”斑块出发经过不同阻力的景观类型所消耗的“费用”或克服阻力所做的功来模拟潜在的最小成本路

径。 最小费用路径方法可以快速识别出物种扩散的最优路径，因其所需数据简单、计算方便且结果直观而被

广泛采用；但该方法也存在忽略物种在扩散过程中随机游走的特性、不能明确廊道的具体范围和关键区域等

局限性［１３⁃１４］。 ２００７ 年，ＭｃＲａｅ 等［１５］将源自物理学中的电路理论（Ｃｉｒｃｕｉｔ ｔｈｅｏｒｙ）原理应用到景观生态学、景观

遗传学等领域，借助电路中电子自由流动的特性，来类比模拟生物流或基因流在异质景观中的迁移扩散过程，
并通过计算电路中的电流密度（运动密度）来识别生态廊道和生态关键节点。 该理论能够整合生态源地之间

的多条可替代路径，模拟出景观格局中的整体连接情况，与物种运动的实际状态更加相符［１４，１６］，目前已有一

些运用该理论进行生态网络构建的有益探索［１６⁃１８］。
基于电路理论与最小费用路径法的生态廊道构建过程较为相似［１９］，都需要进行源地（节点）的识别与阻

力面（电阻面）的确定。 目前源地的提取与阻力面的赋值多基于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 ／覆盖数据来

设置，其中源地大多根据绿地斑块的面积来确定，阻力面值则多根据土地利用 ／覆盖类型来设定［１４，２０］。 然而，
基于遥感影像数据得到的信息多为二维信息，并未考虑生态学意义上的三维植被结构及其相关的生境质量，
因而导致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被忽略［２１］。 ＬｉＤＡＲ（Ｌｉｇｈ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ｎｇｉｎｇ，激光雷达）作为一种主动遥感技

术，可以通过激光扫描来远距离获取研究目标的三维坐标数据及相关信息［２２］，具有精度高、受外部影响较小、
穿透性较强等特点，其发射的脉冲信号能够穿透冠层表面的狭小缝隙，因而特别适合用于植被三维结构相关

信息的获取，进而推动了当前城市绿地研究由二维平面向三维立体方向不断发展［２３］。 尽管目前 ＬｉＤＡＲ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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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广泛应用于三维植被信息的提取与测算，但将三维植被信息融入生态网络构建及其景观连通性评价方面的

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与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分别获取了研究区的二维与三维

绿地植被信息，采用最小费用路径与电路理论方法，分别构建了二维与三维情景下的生态网络，并对两种情景

下构建结果的差异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期为研究区内生态网络的规划建设与格局优化提供一套科学的分

析框架，从而实现研究区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修复与功能综合提升。

１　 研究区概况

南京市作为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生态资源丰富，拥有较多生态质量较高的森林公园、绿地与湖

泊，植被种类、结构复杂多样。 但由于近些年来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建设用地的高强度开发，原有的生态空

间逐渐遭到蚕食。 南京市主城区作为城市建设发展的核心区，绿地景观的连通性大幅降低，城市生物多样性

受到威胁。 因而，亟需进行生态网络的构建与修复，以提升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 本文选取南京市

主城区作为研究区（图 １），并依据数据源对部分边界进行了修正。 研究区范围内主要包括鼓楼区、玄武区和

秦淮区的大部分，栖霞区、建邺区和雨花台区的部分地区，面积约为 ２１８ｋｍ２。

２　 数据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数据有：１）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获取的 ＩＫＯＮＯＳ 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图 １），包含一个全色波段

（空间分辨率 １ｍ）和 ４ 个多光谱波段（空间分辨率 ３．２ｍ）；２）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获取的机载 ＬｉＤＡＲ 数据（图 １），点密

度为 ４．１６ 个 ／ ｍ２。
本研究首先将机载 ＬｉＤＡＲ 数据进行航带拼接、去重叠、剔除噪声点、分类地面点及归一化计算等预处理，

并将点云数据与 ＩＫＯＮＯＳ 数据进行空间配准，使得所有数据具有相同的地理与投影坐标系统。 然后，使用

ＩＫＯＮＯＳ 数据的近红外波段，计算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提取 ＮＤＶＩ
值大于 ０．２ 的区域作为植被区域（图 １） ［２４⁃２５］，并结合人工目视解译对局部区域进行修正。 最后，使用修正后

的植被区域作为掩膜，从预处理好的 ＬｉＤＡＲ 数据中提取出植被的三维点云数据。
２．２　 研究方法

本文的技术路线如图 ２ 所示，具体的研究方法分别从以下 ４ 个方面进行阐述。
２．２．１　 基于 ＬｉＤＡＲ 三维点云数据的植被结构参数提取

本文基于提取的植被三维点云数据，从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和整体结构 ３ 个方面共计算了 ６ 项三维植被

结构参数［２６⁃２７］（表 １，图 ３）。

表 １　 通过 ＬｉＤＡＲ 点云数据提取的植被结构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ｉＤＡＲ

植被结构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ｙｐｅ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描述及参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垂直结构 冠层高度 ／ ｍ ９５％分位高度，近似于森林冠层的峰值高度［２８］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冠层高度异质性 冠层高度的标准差，反映树高的离散程度［２９］

水平结构 冠层盖度 ／ ％ 首次回波中高度大于 ２ｍ 的回波数所占点云总数的比例［３０］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斑块面积 ／ ｈｍ２ ＮＤＶＩ 大于 ０．２ 的区域的斑块面积［２４⁃２５］

整体结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叶高多样性

借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的概念，描述植被在不同高度分布的均匀程

度。 ＦＨＤ＝Ｈ′＝－ ∑
Ｒ

ｉ ＝ １
ｐｉ ｌｎ ｐｉ ，其中 ｐｉ 为第 ｉ 个植被层的回波数的比例。 植被在垂

直层中分布越均匀，ＦＨＤ 值越高［３１］

三维绿量 ／ ｍ３ 通过草地层体积、灌木层体积与乔木层体积相加得到［２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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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及研究数据概况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其中，垂直结构参数中的冠层高度（Ｃａｎｏｐｙ ｈｅｉｇｈｔ，ＣＨ）与冠层高度异质性（Ｃａｎｏｐｙ ｈｅｉｇｈ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ＣＨＨ），可用来表征植被生境的复杂性与物种多样性［３３⁃３４］。 水平结构参数中的冠层盖度（Ｃａｎｏｐｙ ｃｏｖｅｒ，ＣＣ），
可反映植被生长的茂密程度［３０］；由于生境斑块的面积大小对区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影响［１］，因而本文也将

斑块面积（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ＰＡ）作为水平结构的参数之一。 在整体结构中，叶高多样性（Ｆｏｌｉ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ＨＤ）是描述植被剖面中叶片的密度和高度分布的指标，其值越高，代表植被在垂直层面上分布得越均匀，该
参数与部分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呈显著相关［３１］；三维绿量（Ｇｒｅｅｎ ｖｏｌｕｍｅ，ＧＶ）是指植物茎叶部分所占据的体

积，与传统二维面积指标相比，能够从三维角度更好地描述植被的空间结构，更精确地表征植被的生态效益水

平及物种群落的丰富程度［３５］。 本文采用分层测算法，分别计算草地层（０—０．５ｍ）、灌木层（０．５—２ｍ）与乔木

层（大于 ５ｍ）的体积，并将三者相加得到最终的三维绿量［２５，３２］。 其中，草地层与灌木层体积是通过每个斑块

的平均高度与斑块面积相乘而得，斑块面积采用 ＬＡＳｔｏｏｌｓ 工具包中的 ｌａ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工具进行计算；乔木层体积

是通过对乔木点云进行单木分割，得到单木的树高与冠径数据，进而参照相关文献的参数设定进行计算

而得［２５］。
２．２．２　 基于景观连通度指数的生态源地提取

首先，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与 Ｃｏｎｅｆｏｒ Ｓｅｎｓｉｎｏｄｅ ２．６ 软件平台，剔除掉不适宜物种长期生存的破碎细小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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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技术路线图

Ｆｉｇ．２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选择面积大于 １ｈｍ２的绿地作为输入斑块，在二维与三维两种情景下分别选取斑块面积与斑块绿量表征其生

境质量。 然后，依次进行整体连通度指数（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ＩＣ）与可能连通度指数（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Ｃ）的参数设定与计算（表 ２）。 其中，斑块连通距离是判断两个斑块是否相连接的距离阈值；连
通概率则指生境斑块之间连接的可能性大小。 本研究参照相关文献［３６］，结合研究区的范围与大小，将斑块连

通距离阈值设置为 １０００ｍ，连通的概率设置为 ０．５，计算绿地斑块的景观连通度指数。 最后，将 ｄＩＩＣ 指数与

ｄＰＣ 指数赋予相同的权重，计算得出斑块的重要性指数 ｄＩ（公式 １）。 为了确保两种情景下提取的生态源地数

量一致以便之后的对比分析，本文均提取斑块重要性指数前 ２０％的斑块作为生态源地，并对照遥感影像图，
分析了其差异情况（图 ４）。

ｄＩ＝ ０．５ｄＩＩＣ＋０．５ｄＰＣ （１）
２．２．３　 基于最小费用路径的生态廊道构建

景观阻力面的科学构建需要综合考虑景观类型、植被结构、人为影响程度等因素［１，１１，２０］。 因而，本文采用

公式 ２ 来计算景观阻力值。 首先，将研究区的景观类型划分为绿地、水域、农田、裸地、道路及建设用地 ６ 种类

型。 然后，综合考虑不同物种的生活习性，参考相关文献［１，２０，３７⁃３８］，进行不同景观类型基准阻力值的设定

（表 ３），并对斑块内部不同的属性进行分级，确定相应的阻力系数（表 ４）。

Ｃ ｉ ＝ Ｍｉ·∏ Ｗｉ （２）

式中， Ｃ ｉ 为斑块 ｉ 的景观阻力值，Ｍｉ 为斑块 ｉ 对应的景观类型的基准阻力值，Ｗｉ 为斑块 ｉ 的第 ｊ 个属性分级后

的景观阻力系数［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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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通过 ＬｉＤＡＲ 点云数据提取的植被结构参数

Ｆｉｇ．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ｉＤＡＲ 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 ｄａｔａ

表 ２　 基于图论的景观连通度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ｔｈｅｏｒｙ

指标
Ｉｎｄｅｘ

计算公式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解释与说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整体连通性（ Ｉ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ＩＣ＝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ａｉ·ａ ｊ

１ ＋ ｎ ｌｉｊ
Ａ２
Ｌ

ｎ 表示景观中斑块总数； ａｉ 和ａ ｊ 分别表示斑块 ｉ 和斑块 ｊ 的
属性特征； ｎ ｌｉｊ 表示斑块 ｉ 和斑块 ｊ 之间最短路径上的的链

接数； ＡＬ 是景观的总属性特征

可能连通性（ＰＣ）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Ｃ＝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ａｉ·ａ ｊ·Ｐ∗

ｉｊ

Ａ２
Ｌ

ａｉ和ａ ｊ 分别表示斑块 ｉ 和斑块 ｊ 的属性特征； Ｐ∗
ｉｊ 表示斑块 ｉ

和斑块 ｊ 之间的最大扩散概率，即最大连接概率； ＡＬ 是景

观的总属性特征

斑块重要性（ｄＩ）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ｄＩ＝

Ｉ － Ｉｒｅｍｏｖｅ

Ｉ
× １００％

Ｉ 为某一景观的连接度指数值，本文指整体连通性指数
（ ＩＩＣ）及可能连通性指数（ＰＣ）， Ｉｒｅｍｏｖｅ 为将斑块 ｉ 从该景观

剔除后景观的连通度指数值

表 ３　 不同景观类型的基准阻力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绿地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裸地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水体
Ｗａｔｅｒ

道路
Ｒｏａｄ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基准阻力值
Ｂａｓｅ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１００

阻力面分别基于二维与三维信息两种情景来进行构建。 在二维情景中，绿地斑块的景观阻力系数仅考虑

斑块面积属性，而在三维情境中，绿地斑块的景观阻力系数则由 ６ 种植被结构参数共同决定。 由于城市建成

区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区域，建成环境的空间异质性会对生物栖息与迁移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本文计算了研

９３５５　 １６ 期 　 　 　 费凡　 等：基于二维与三维信息的南京市主城区生态网络格局对比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究区每 １ｈｍ２地块（１００ｍ×１００ｍ）内的建筑密度与容积率，用以表征建成环境对生物生境的潜在影响。 水体与

道路的景观阻力值则分别由面积大小与道路等级来设定。 根据公式（２）分别得到二维和三维两种情景下的

景观阻力面（图 ５）。 最后，分别结合之前提取出的两类生态源地，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平台工具箱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ａｐｐｅｒ Ｔｏｏｌｋｉｔ 进行最小费用路径模拟，得到研究区两种情景下的生态廊道矢量路径（图 ６）。 该工具箱由

ＭｃＲａｅ 等人研发，最早应用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连通性分析，可以进行最小费用廊道的绘制，并允许调用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ｃａｐｅ 程序进行电路理论等的相关分析 ［１８］。

表 ４　 不同景观类型的阻力分级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土地覆盖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分级
Ｇｒａｄｉｎｇ

阻力系数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土地覆盖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分级
Ｇｒａｄｉｎｇ

阻力系数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绿地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斑块面积 ／ ｈｍ２ ≥１００ ０．２

１０—１００ １

１—１０ １．６

＜１ ２

冠层覆盖度 ／ ％ ≥７５ ０．８

５０—７５ １

２５—５０ １．２

＜２５ １．３

冠层高度 ／ ｍ ≥１５ ０．８

１０—１５ １

５—１０ １．２

≥１５ １．３

叶高多样性 ≥０．６ ０．８

０．４—０．６ １

０．２—０．４ １．２

＜０．２ １．３

冠层高度异质性 ≥５ ０．８

２．５—５ １

１—２．５ １．２

＜１ １．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

绿量 ／ ｍ３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００ １．３

水体 Ｗａｔｅｒ 面积 ／ ｈｍ２ ＜１０ １

１０—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００ １．５

道路 Ｒｏａｄ 道路等级 干路 １

快速路 １．２

铁路 １．４

建设用地 容积率 ＜１ ０．８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１—２ ０．９

２—４ １

４—６ １．１

≥６ １．２

建筑密度 ／ ％ ＜２０ ０．８

２０—４０ ０．９

４０—６０ １

６０—８０ １．１

≥８０ １．２

２．２．４　 基于电路理论的生态关键节点区域识别

在电路理论中，一个区域内电流密度越大，则表示物种通过该区域内的可能性越大或者选择频率越高。
生态关键节点是指廊道中的瓶颈点或窄点，在这些区域中，电流密度较大，即使出现小面积的破坏也会对廊道

的连通性造成很大损失［３９⁃４０］。 这些节点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处于生态廊道中的关键地位，具有重要生态

价值。
基于电路理论，运用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ａｐｐｅｒ Ｔｏｏｌｋｉｔ 工具箱中的 Ｐｉｎｃｈｐｏｉｎｔ Ｍａｐｐｅｒ 模块，将二维与三维两种情景

下的不同景观阻力值视为电阻值，将一个生态源地接地，其他所有源地分别输入 １Ａ 的电流，并选择“ ａｌｌ ｔｏ
ｏｎｅ”模式进行迭代运算，得到研究区生态廊道的累积电流密度图（图 ７）。 相关研究表明，廊道宽度不会改变

关键节点的位置，也不会影响整个研究区的连接性［１８，３９］。 因而本文为了结果显示更直观，设置 １００００ｍ 的成

本加权距离作为廊道宽度。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态源地的分布与差异

生态源地是城市生态网络中的核心构成要素，其作为生物物种生存繁衍的重要栖息地，具有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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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意义。 由图 ４ 可见，研究区共提取出 ７７ 个生态源地斑块，适宜生物生存栖息的生态单元大都集中于研究

区北部，中部及南部城区的生态斑块较少。 这与研究区内部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自然环境相关。 北部地区地

形起伏相对较大，存在较多的山脉与水系，形成了丰富的城市公园与绿地，整体绿化水平较高；南部地区城市

化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密度大，景观破碎化程度高，因而生态源地数量相对较少。

图 ４　 两种情景下生态源地的提取结果与差异图

Ｆｉｇ．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ｗｏ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ｂ、ｃ、ｄ： 面积属性提取；ｅ、ｆ、ｇ、ｈ： 三维绿量属性提取

对比两种情景下提取出的生态源地，可以发现共有 １１ 处差异，占总源地数的 １４％。 其中二维情景下通过

斑块面积提取出的生态源地斑块面积约为 ４１４９ｈｍ２，占绿地总面积的 ６１％；三维情景下通过斑块绿量提取出

的生态源地斑块面积约为 ４１１５ｈｍ２，整体上的面积差异较小。 但差异斑块二维情景下的平均阻力值为 １９．３，
而三维情景下的平均阻力值仅为 ５．５，表明三维情景提取出的生态源地斑块在生态质量表征方面更为准确。 由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可以看出（图 ４），在这些差异斑块中，属于通过面积属性提取的多集中于研究区的东部，斑块

面积相对较大，但内部多以草地为主，垂直结构较为简单，生态价值相对不高；而通过三维绿量属性提取的差异

斑块多集中于研究区的中部，内部乔木或灌木较为丰富，垂直结构相对复杂，生态价值相对较高（图 ４）。
３．２　 生态廊道的分布与差异

生态廊道的准确识别对于前瞻性地保护生物的扩散路径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由图 ６ 可见，两种情景

下研究区东北部及中部区域的生态廊道均较为密集，景观连通性较好。 这主要是因为东北部与中部区域存在

较多可以发挥踏脚石功能的小型绿地斑块，且东北部生态源地较多，使得生态廊道的长度相对较短，密度较

１４５５　 １６ 期 　 　 　 费凡　 等：基于二维与三维信息的南京市主城区生态网络格局对比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５　 两种情景下的景观阻力面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ｔｗｏ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大，形成了联系紧密的生态网络结构。 西南部有较大的廊道真空区域，主要是由于该地区缺乏发挥踏脚石功

能的生态斑块，使得斑块之间距离较远而无法形成有效连接。

图 ６　 两种情景下生态廊道的模拟结果图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ｉｎ ｔｗｏ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ａ１，ｂ１： 东北部；ａ２，ｂ２： 中部区域； ａ３，ｂ３： 西南部； ａ４，ｂ４： 西北部； ａ５，ｂ５： 东部区

二维与三维情景下构建的生态廊道分别有 １３７ 条与 １２９ 条，平均每条廊道的单位距离阻力值分别为 １８．２
与 ２４．０。 三维情景生态廊道的整体空间分布情况相较二维情景来说，数量有所减少，成本阻力值有所增加，廊
道减少的区域主要位于研究区西北部与东部地区。 这一方面是因为两种情景下生态源地的不同导致廊道位

置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绿地经过三维植被结构指数的细分之后，生态价值有所降低，致使二维情景

下得到的部分廊道在三维情景下并不能承载相应的生态功能，未能形成有效的生态连接，且使得三维情景下

的廊道阻力值有所增加（图 ４）。
两种情景下模拟的生态廊道差异最为明显的区域位于研究区的西北部区域，在二维情景下该处的廊道密

度明显高于三维情景。 这主要是因为该区域属于城市高密度建成区，现状植被较少且植被结构多为草地，缺
乏生态质量较高的复合植被结构斑块作为生态源地及踏脚石，整体的生态效益较低，景观连通性也较差。 这

说明二维情景不能很好地区分绿地斑块的生态价值差异，导致研究区部分区域的景观连通度水平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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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生态关键节点区域的识别

两种情景下，生态关键节点的空间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由电流密度图（图 ７）可以看出，关键节点主要集

中于西北部、中部以及东南部。 其中，西北部的关键节点位于狮子山与象山的生态廊道上，其间存在两处小型

绿地可以充当动物迁移的踏脚石，因而电流密度较大；中部的关键节点位于玄武湖与鼓楼公园附近，其中玄武

湖附近的关键节点主要是由于湖面较大，物种扩散的路径受到限制，而鼓楼公园为周边高密度建设区之中少

有的绿地公园，成为物种迁徙所选择的高概率区域；东南部地区由于源地斑块较为分散，且该区域仅有河流水

系及两岸的绿地具有一定的生态价值，因而河流沿线的电流密度较高，被识别为生态关键节点区域。 另外，研
究区部分源地斑块之间相距较近，从而使其之间的通道成为扩散概率较高的区域，被识别为生态关键节点。

图 ７　 两种情景下生态关键节点的识别结果与电流密度图

Ｆｉｇ．７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ｗｏ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４　 生态网络结构优化的对策与建议

４．１　 生态源地的补充与提升

在研究区南部源地真空区域应注重源地数量的补充，对原有生态空间进行系统修复，并提升已有绿地公

园的生境质量，形成结构紧凑、联系紧密的生态网络体系，综合提升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另外，对研究区生

态源地进行分级管控，提升其生境质量。 对于生境质量较高的斑块（如紫金山、玄武湖公园等），应保持其用

地范围不被侵占、用地类型不被变更，并在一定缓冲区范围内禁止任何破坏性的开发建设活动；对于识别出的

植被结构较为单一、生境质量一般的斑块，应注重生态空间的复合利用，通过多层次植物群落的营建增加垂直

结构的生态位，进而提升其生境质量与生物多样性水平；对于源地斑块的边缘区域，应尽可能减少景观中的硬

质边界，从而减少物种穿越景观的阻力［４１］。

４．２　 生态廊道结构的优化

对在二维情景下存在但在三维情景下不存在、具备成为高质量生态廊道建设潜力的区域，应注重对既有

绿地斑块的保护，丰富斑块内部的植被群落结构，提升其生境质量。 另外，应加强这些廊道区域内的用地管

控，以保证生态廊道具有一定的宽度。 这些廊道区域主要为河道或道路两旁的绿带，应将其纳入城市蓝线与

绿线范围，进行严格管控；对于距离较近生态斑块之间的廊道连接，应积极开展生态修复综合措施，如建设动

物迁徙时的专门通道［１］，使功能性连接转变为结构性连接，从而增强生态连接的有效性和生态网络的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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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踏脚石斑块的建设与保护

踏脚石斑块是指位于大型源地斑块之间，由一系列小型斑块构成的生物迁徙的中转站，增加踏脚石斑块

可有效提高景观中的连通程度［４２］。 从整体来看，研究区南部的廊道比北部的少而且连接路径过长，说明缺乏

必要的踏脚石斑块，在今后的规划建设中应多增加口袋公园、湿地水域等多种类型的生境斑块，降低源地斑块

的离散程度，提高整体的廊道密度与联系强度。 另外，两种情景下电路理论的模拟结果均表明生态关键节点

主要位于西北部的象山与狮子山连接处、中部的鼓楼公园附近及东南部雨花台周边等地，应在这些区域加强

踏脚石斑块的重点保护与格局优化。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结论

本研究利用机载激光雷达数据，构建多个三维层面上的植被结构指标，对南京市主城区的绿地进行了量

化评价，并借助景观连通性指数、最小费用路径方法和电路理论，科学提取了生态源地、生态廊道以及生态关

键节点，并分析了传统二维情景与三维情景下模拟结果的差异。 结果表明：使用三维植被参数可以更准确地

识别具有丰富植被结构的生态源地；运用传统二维信息的模拟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景观连通性；不同情

境下生态关键节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研究区的西北侧、中部以及东南侧，并大多出现在距

离较近的源地斑块之间。 研究结果可为南京市主城区生态网络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依据，对三维绿地景观连

通性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５．２　 讨论

目前关于城市生态网络的构建与模拟的研究大多基于二维数据信息，未能很好地考虑植被三维结构信息

所表征的多元生态位对生境质量的影响，致使生态网络的功能有效性有所降低。 城市物种的丰富度与植被垂

直结构的复杂性呈正相关［４３］。 同时，植被垂直结构对于斑块之间的连接性亦非常重要，因为生物并非在二维

空间中移动，而是通常会利用植被结构的一个或多个层次，故忽略植被的三维结构信息可能会导致斑块之间

连通性的较大偏差［４４］。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三维植被结构数据可以获取更加准确的生态源地信息，而使

用传统二维数据信息则会高估绿地景观的连通性，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相吻合［２４］。 因而，基于三维植被

结构数据信息准确量化生态斑块的生境质量，进而修正生态源地的选取和景观阻力面的构建，是未来生态网

络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
不同物种的扩散距离和对不同植被群落结构与土地利用类型的适应程度均存在显著差异，因而需要针对

不同物种来分别设置不同的距离阈值和景观阻力值。 然而，本研究由于缺乏研究区生物多样性的详细观测数

据与资料，在生态网络构建时未选取焦点物种，也未考虑物种间的差异，会对分析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

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重视生物多样性数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并选择焦点物种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不断完

善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与方法体系，进一步验证生态网络模拟结果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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